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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户籍制度下的城市化与结构转变
＊

刘雅南　邵宜航

内容提要：本文基于我国二元经济和特定户籍制度背景下城市化的基本特征，构建了反映城乡劳动
力转移过程的二元结构转变模型。不同于已有研究，我们的理论模型在明确农业技术进步作用的同时，
进一步阐释了非农产业部门的技术进步对结构转变和城市化的促进机制，并通过数值模拟验证了该理论
模型与我国经济体制改革以来发展现实的拟合性。数值模拟显示了两部门技术进步与转移成本因素在
不同发展阶段影响效应具有差异性，农业和非农产业的技术进步分别主导了经济体制改革重心转移前后
两个不同阶段的结构转变。进一步，我们的分析也解释了我国城市化过程中城乡差距持续扩大的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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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序论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的增长与发展过程也
伴随着城市化的推进过程。论及中国城市化问题，
斯蒂格利茨（Ｅ．Ｓｔｉｇｌｉｔｚ）在２００１年的世界银行会议
上断言———中国的城市化是２１世纪对世界影响最
大的两件事之一，应该是在国内被最广泛引用的一
句话。无疑，结合中国实际从理论上深入解析我国
的城市化过程具有重要的学术和现实意义。
在经济研究中，城市化问题一直是发展经济学、

城市经济学和经济地理学的主题。近年来相关学科
的交叉融合、新研究领域的出现又不断加深和拓宽
我们对城市化问题的理解。通过对相关学科文献的
归纳分析，可以知道对城市化机理的探讨主要可以
归结为经济结构的转变和经济活动空间集聚两方

面，前者始于早期的发展经济学研究且近来多与增
长研究相关，而后者则主要集中于城市经济学和新
经济地理学领域。从集聚视角展开的分析所考虑的
集聚动因主要又可分为外部性和不完全竞争（Ｆｕｊｉｔａ
＆Ｔｈｉｓｓｅ，２００２）。在外部性作为集聚动因的城市
化与 城 市 发 展 的 研 究 中，Ｂｌａｃｋ　＆ Ｈｅｎｄｅｒｓｏｎ
（１９９９）在内生增长模型框架下展开的分析已经成为
阐释城市集聚效应如何推动城市发展与经济增长的

一个代表性模型。而基于不完全竞争和规模收益递
增展开的空间集聚的研究主要集中于由克鲁格曼

（Ｐ．Ｋｒｕｇｍａｎ）和藤田昌久（Ｍ．Ｆｕｊｉｔａ）等人开创的
新经济地理学，新经济地理学中集聚研究的主要课
题之一就是城市化问题。
而另一方面，我们注意到，就如经济发展史实显

示，城市化与体现为工业化的二元经济结构转变密
切关联。这就如世界银行的增长报告（２００８）所述，
不论如何混乱无序，工业化必然伴随着城市化，城市
化是工业化的地理学概念。早期Ｌｅｗｉｓ（１９５４）为二
元经济研究做出了开创性贡献，此后，在此基础上

Ｈａｒｒｉｓ　＆Ｔｏｄａｒｏ（１９７０）提出的二元经济的劳动力
迁移模型成为分析发展中国家城乡移民的一种标准

范式。而从集聚视角展开的城市化研究多数也建立
在早期的二元经济两部门模型之上。２０世纪８０年
代后期内生经济增长理论的兴起，加速了经济发展
与增长研究的交叉融合，更多深入的研究开始在增
长的框架下讨论结构转变问题。关于结构转变的研
究，一般认为转变的动因可分为需求和供给两类，从
需求角度展开的研究着重从满足恩格尔定律的非位

似偏好来解释部门间结构转变，而从供给角度的研
究则强调结构的转变是由经济部门之间不同的生产

率所导致（参阅Ａｃｅｍｏｇｌｕ，２００９）。针对二元经济的

—２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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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构转变，Ｍａｔｓｕｙａｍａ（２００８）总结了农业生产率的
变化更像是结构转变的一种“推力”，而工业生产率
的变化则类似于“拉力”。以上研究中关于二元结构
转变机理的探讨实际上也解释了农村劳动力向城市

流动的机制。新近 Ｍｉｃｈａｅｌｓ，Ｒａｕｃｈ　＆ Ｒｅｄｄｉｎｇ
（２０１２）的研究利用美国和巴西的数据明确从结构转
变的视角解析了城市化过程。
在国内，关于中国城市化问题的研究也已经积

累众多文献，顾朝林、吴莉娅（２００８），万广华、朱翠萍
（２０１０），陆铭等（２０１１）等从不同角度进行了较全面
的综述。但整体而论，国内在城市化机理方面的研
究正如薛领等（２００９）所总结的：基础性的理论研究
相对较少，建立的模型多以静态为主，缺乏动态演
化特征，特别是定量的机理性数学模型和模拟并不
多见。本文研究的不同之处主要在于以下几个方
面。首先，在模型设定的现实背景方面。具有中国
特色的户籍制度问题在我国的城市化进程中存在重

要影响。在我国２０００年第五次人口普查以后在城
镇居住六个月以上的流动人口也计入城镇人口，但
实际上，农村劳动力虽然进入了城市的非农产业部
门，其中的绝大部分身份并未真正的“市民化”，无法
取得城市户籍并与城市居民享受同等的各种社会保

障和公共服务。这种户籍限制所隐含的是农村劳动
力的转移实际上存在着无法忽视的转移成本。同
时，在这种户籍制度限制下，我国的农村劳动力流动
多数并未呈现举家迁移的特征。数据显示，２００２～
２００９年举家迁移的劳动力占农村劳动力总量的比
重大约为５％～７％。基于此，我们在模型中考虑城
市和农村两个不同的代表性家庭，并导入了转移成
本因素。
其次，在理论模型结论的拓展方面。在二元结

构转变的理论研究中，农业技术进步的“推力”作用
得到了更多的关注，如 Ｍａｔｓｕｙａｍａ（１９９２），Ｌａｉｔｎｅｒ
（２０００），Ｃａｓｅｌｌｉ　＆Ｃｏｌｅｍａｎ（２００１），Ｇｏｌｌｉｎ，Ｐａｒｅｎｔｅ
＆Ｒｏｇｅｒｓｏｎ（２００２）等。而本文的理论模型，在考
虑转移成本因素后，在通常的满足恩格尔定律的效
用函数设定之下，能够明确反映非农产业技术进步
所产生的“拉力”影响。进一步，结合中国数据进行
的数值模拟发现，这一模型能较好好地吻合实际，从
而能较好地解释我国的城市化过程中的农村劳动力

转移问题。
其三，我们的模型可以兼容对收入差异的解释。

基于我们模型中区别考虑了农村与城市的代表性家

庭，我们的分析也可以用于讨论现实中伴随城市化

过程而不断扩大的城乡收入差距问题，理论模型显
示了城市化过程可能伴随收入差距的扩大，而模型
的数值模拟则进一步明确了这一现象的存在。对城
乡差距问题的兼容也使我们的理论模型更进一步贴

近中国现实。

二、结构转变与城市化：理论模型

前面已经提到，在关于二元经济结构转变的研
究中，Ｍａｔｓｕｙａｍａ（１９９２）借鉴内生增长框架提出的
精炼的二元经济结构转变模型已经成为讨论二元经

济发展的代表性模型之一。但该模型主要着眼于农
业技术进步对二元结构转变的推动作用，而不能反
映工业技术进步对农村劳动力转移的强劲“拉力”，
也无法反映我国现实中的劳动力持续转移的城市化

过程。以下我们结合上述我国城市化过程的主要特
征，在该代表性模型的基础上进行理论拓展，我们主
要以上述户籍制度限制下的“半城市化”为现实背
景，考虑城市和农村代表性家庭的差异性，并导入农
村劳动力转移成本等因素。

（一）模型基本设定
我们考虑如下包含传统农业和现代非农产业的

城乡两部门模型，两部门的生产分别位于不同的区
域，其中农业部门在农村生产，现代非农产业部门在
城市生产，因此这样的结构转变过程也可描述城市
化进程。为集中考虑劳动力要素的流动问题，与前
述 Ｍａｔｓｕｙａｍａ（１９９２）等研究类似，我们考虑只包含
劳动力要素的生产函数，Ｙｉｔ ＝ ＡｉｔＦｉ（Ｌｉｔ），其中

ｉ＝１，２分别用以表示农业部门和现代非农产业部
门，ｔ表示时期。Ｆｉ（·）符合对生产函数的一般设
定，为一递增的凹函数，Ａｉｔ 表示部门ｉ的全要素生
产率（或生产技术），Ｌｉｔ 为劳动力要素投入量，劳动
力可以在两部门之间转移。
该经济中考虑无限延续的代表性家庭，其效用

为家庭成员的贴现效用总和，表示如下，

∑
!

ｔ＝０
β
ｔ　Ｎｔｕ（ｃ１ｔ，ｃ２ｔ）

这里，β为主观贴现因子，Ｎｔ为ｔ期的家庭成员
数，ｃ１ｔ，ｃ２ｔ分别表示在ｔ期每个家庭成员的农产品
消费量和现代产业产品消费量，ｕ（·）为效用函数，
满足对效用函数的一般设定。以下为分析简便，同
样采用在相关研究中常用的满足恩格尔定律的如下

Ｓｔｏｎｅ－Ｇｅａｒｙ式的对数效用函数形式，我们取

ｕ（ｃ１ｔ，ｃ２ｔ）＝θｌｎ（ｃ１ｔ－σ）＋ｌｎｃ２ｔ。
现在考虑经济中代表性家庭（消费者）的选择。

—３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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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中国存在巨大城乡差异的现实背景，我们假设
城市居民和农村居民存在差异性，两个区域各自存
在其代表性家庭，在本文的模型中经济由一个城市
代表性家庭和一个农村代表性家庭组成，其中城市
和农村家庭的初始人口分别用ＮＵ 和ＮＲ 表示。为
简便，如通常设定，在模型中我们设人口数量等同于
劳动力数量。以下，我们将用上标Ｕ表示城市代表
性家庭的相关变量，而农村的相对应变量则用上标

Ｒ表示。劳动力可以在两个区域间（也表示为部门
间）流动，但存在流动成本，考虑到中国现实中的劳
动力转移的主要流向，不失一般性，我们这里主要探
讨农村劳动力向城市部门的转移。同时，正如前文
所述，在我国现有户籍制度的限制下，农村劳动力虽
然流入城市现代产业部门，但并不意味着成为了真
正的城市居民，作为农村家庭成员的一部分，其选择
仍然依托于农村家庭的决策。

（二）代表性家庭的选择
这里我们进一步设农村劳动力在ｔ期的人均转

移成本为Φｔ，它包括因在城市居住而超出居住在农
村的各种生活费用，进入现代产业所需接受的教育
培训成本以及家庭分离、难以真正融入城市的心理
成本等。转移成本的变化受到很多因素的影响，诸
如外生的制度变迁，包含粮票等制度的取消、户籍制
度的放松或其他城市社会福利的共享，如农民工子
女教育、社会保障等等。设每期每个农村家庭劳动
力转移量为ｘｔ，在前述“半城市化”情形下，农民工
在城市部门的收益主要为现代产业部门的工资收

入，而农村部门的产出均归农村家庭所有，如此农村
家庭的收支预算约束为，

ＮＲ（ｐｔｃ　Ｒ１ｔ ＋ｃＲ２ｔ）＝ｐｔＡ１ｔＦ１（ＮＲ －ｘｔ）＋（ｗｔ－
Φｔ）ｘｔ （１）
这里ｗｔ表示城市部门的工资，ｐｔ 表示农产品

相对于工业品的价格。
在以上设定下，农村的代表性家庭的消费和劳

动力转移选择可表示如下，

ｍａｘ
ｃＲ１ｔ，ｃ

Ｒ
２ｔ，ｘｔ

：ＮＲ∑
!

ｔ＝０
β
ｔθｌｎ（ｃＲ１ｔ－σ）＋ｌｎｃＲ２［ ］ｔ ，　

ｓ．ｔ．（１）
容易通过分析一阶最优性得出，

ｐｔ（ｃＲ１ｔ－σ）＝θｃ　Ｒ２ｔ （２）

ｗｔ＝ｐＡ１ｔＦ１′（ＮＲ－ｘｔ）＋Φｔ （３）
另一方面，城市现代产业部门的收益在扣除支

付给农村转移劳动力工资之外，均归城市居民所有，
如此城市居民的预算约束为，

ＮＵ（ｐｔｃＵ１ｔ ＋ｃＵ２ｔ）＝Ａ２ｔＦ２（ＮＵ ＋ｘｔ）－ｗｔｘｔ
（４）

其消费与接收农村转移劳动力的最优化选择如

下，

ｍａｘ
ｃＵ１ｔ，ｃ

Ｕ
２ｔ，ｘｔ

：ＮＵ∑
!

ｔ＝０
β
ｔ　ｌｎ（ｃＵ１ｔ－σ）＋θｌｎｃＵ２［ ］ｔ ，

ｓ．ｔ．（４）

同理，从最优性条件可得，

ｐｔ（ｃＵ１ｔ－σ）＝θｃＵ２ｔ （５）

ｗｔ＝Ａ２ｔＦ２′（ＮＵ ＋ｘｔ） （６）
（三）均衡状态
在每期生产与消费以及劳动力流动达到均衡

时，由上述（２）和（５）可得如下两种产品市场出清的
均衡条件，其中Ｎ ＝ＮＵ ＋ＮＲ 。

ｐｔ（ＮＵｃＵ１ｔ＋ＮＲｃ　Ｒ１ｔ－Ｎσ）＝θ（ＮＵｃＵ２ｔ＋ＮＲｃ　Ｒ２ｔ）
（７）

而（３）和（６）表示劳动力达到流动均衡时，必须
满足如下条件，

Ａ２ｔＦ２′（ＮＵ ＋ｘｔ）－Φｔ ＝ｐｔＡ１ｔＦ１′（ＮＲ－ｘｔ）
（８）

同时，注意到均衡时各部门的消费总量和产出
相同，我们有，

ＮＵｃＵ１ｔ＋ＮＲｃ　Ｒ１ｔ ＝Ａ１ｔＦ１（ＮＲ－ｘｔ） （９）

ＮＵｃＵ２ｔ＋ＮＲｃ　Ｒ２ｔ ＝Ａ２ｔＦ２（ＮＵ ＋ｘｔ）－ｘｔΦ
（１０）

从以上（７）—（１０）式，我们可以得到均衡时，农
村劳动力的转移量由下式决定，

Ａ２ｔＦ２′（ＮＵ ＋ｘｔ）－Φｔ
θ Ａ２ｔＦ２（ＮＵ ＋ｘｔ）－ｘΦ［ ］ｔ

＝ Ａ１ｔＦ１′（ＮＲ－ｘｔ）
Ａ１ｔＦ１（ＮＲ－ｘｔ）－Ｎσ

（１１）

该式表明，劳动力的转移量将由两个部门的生
产率、转移成本以及两部门的初始人口分布所决定。

为进一步讨论方程（１１）的含义，我们引入如下
函数，

Ｈ（Ａ２ｔ，Ａ１ｔ，Φｔ，ｘｔ）

≡
Ａ２ｔＦ２′（ＮＵ ＋ｘｔ）－Φｔ

θ Ａ２ｔＦ２（ＮＵ ＋ｘｔ）－ｘｔΦ［ ］ｔ

－ Ａ１ｔＦ１′（ＮＲ－ｘｔ）
Ａ１ｔＦ１（ＮＲ－ｘｔ）－Ｎσ

，

通过求导可以确认，

Ｈ
ｘ ＜

０，Ｈ
Ａ２ ＞

０，Ｈ
Ａ１ ＞

０，Ｈ
Φ ＜

０

由此，我们首先可以知道，Ｈ 为ｘ的严格递减
—４３—



函数，当农村劳动力的边际收益Ｆ′１ 极低时，Ｈ 为
正，而随着ｘ转移的增加Ｆ′１将递增，极端的情况，农
村劳动力全部转移时Ｆ′１将趋向无穷大，因此Ｈ＝０
（即方程（１１））存在唯一解。其次，从上述这些结论，

通过隐函数求导可以得知，两部门的生产效率和转
移成本对劳动力的转移存在如下影响，

ｘ
Ａ２ ＞

０，　 ｘＡ１ ＞
０，　ｘΦ＜

０

也就是说，现代产业部门和农业部门的技术进
步（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都将促进农村劳动力的转
移，该结论拓展了相关研究中制造业部门技术进步
不影响农村劳动力转移的结论，也更符合中国的发
展现实，同时我们还可以注意到转移成本的下降有
助于农村劳动力的转移。

（四）转移动态
现在，我们讨论随时间变化的每期劳动力转移

的动态变化。从以上分析容易知道，在两部门存在
持续技术进步的前提之下，如果转移成本没有快速
上升，则农村劳动力的转移将持续递增，这一结构转
变过程也体现为城市化进程。进一步，我们设上述
两部门的技术进步满足 Ａｉｔ＋１ － Ａｉｔ ＝ γｉＡｉｔ ，

ｉ＝１，２，将其代入以上（１１）式可知，

Ｆ２′（ＮＵ ＋ｘｔ）－Φｔ／（１＋γ２）ｔ　Ａ２０
θＦ２（ＮＵ ＋ｘｔ）－θｘｔΦｔ／（１＋γ２）ｔ　Ａ２０

＝ Ｆ１′（ＮＲ－ｘｔ）
Ｆ１（ＮＲ－ｘｔ）－Ｎσ／（１＋γ１）ｔ　Ａ１０

，

由此得知，当ｔ→ !时，只要成本Φｔ的提高速度
低于现代产业部门的技术进步速度，则ｘｔ存在极限

ｘ＊ ，该极限由下式决定，

Ｆ２′（ＮＵ ＋ｘ＊）
θＦ２（ＮＵ ＋ｘ＊）

＝Ｆ１
′（ＮＲ－ｘ＊）

Ｆ１（ＮＲ－ｘ＊）

这里我们把ｘ＊ 称为转移的稳定状态。该式实
际上决定的是不考虑转移成本时的劳动力转移数

量，此时两部门的边际收益以及两种产品的消费权
重比例决定了劳动力要素在两部门间的配置。即长
期而言，随着技术进步带来的现代产业部门的边际
收益远超过成本时，转移成本将不再产生影响。因
此，劳动力的转移在长期将达到稳定状态。

另一方面，容易得知，当ｔ→ !时，Ｙ２ｔ＋１／Ｙ２ｔ→１
＋γ２ ，Ｙ１ｔ＋１／Ｙ１ｔ→１＋γ１ 。这意味着当转移趋向稳
定状态时，两部门的产出也趋向稳定增长。

总结以上主要结论我们有如下命题：

命题：在以上所述“半城市化”的背景下，二元经
济中两个部门的技术进步和劳动力转移成本的下降

都有助于农村劳动力的转移。同时，在劳动力转移
成本的相对平稳变化的情况下，两部门生产技术的
持续进步将使劳动力转移趋向稳定状态，此时经济
中两部门的产出也趋向稳定增长。

（五）城乡收入差距
从理论上说，在完全城市化的情况下，结构转变

过程与城市化进程是完全一致的，农村劳动力转移
到城市时就变为城市居民，其收入和城市居民一致，

如此，自由流动带来的最终将是城乡居民收入的均
等化。此时转移成本影响转移数量但不会影响城乡
差距。然而许多经验研究显示我国城市化过程中城
乡收入差距也在不断扩大（参阅蔡昉等（２００３），陆
铭、陈钊（２００４）等文献的讨论），为此我们进一步讨
论本文的以上理论模型中的城乡收入差距问题。

在本文的模型中，如果按照城市人口的统计方
法，那么转移进入现代产业的农村劳动力可能应按
常住人口标准划入城市人口，此时每期的城市人口
为ＮＵ ＋ｘｔ，农村人口为ＮＲ－ｘｔ。如此，城市和农
村的人均收益分别为Ａ２ｔＦ２（ＮＵ＋ｘｔ）／（ＮＵ＋ｘｔ）和

ｐｔＡ１ｔＦ１（ＮＲ－ｘｔ）／（ＮＲ－ｘｔ），其收益之比可表示

为 ΔＩ１ ｔ ＝ Ａ２ｔＦ２（ＮＵ ＋ｘｔ）
Ａ２ｔＦ２′（ＮＵ ＋ｘｔ）－Φｔ

Ｆ１′（ＮＲ－ｘｔ）
Ｆ１（ＮＲ－ｘｔ）

ＮＲ－ｘｔ
ＮＵ ＋ｘｔ

。

但是一般在研究文献中对城乡收入差距的衡量

方法采取的是城镇可支配收入与农村纯收入之比，

而该统计数据主要来自于对城市和农村家庭住户的

调查数据，在其统计口径中，外出从业人员在外居住
时间虽然在６个月以上，但若收入主要带回家中，经
济与本户连为一体，仍视为家庭常住人口，一般只有
举家外出谋生一年以上的住户才不纳入当地农村住

户范围，不过正如前所述，举家迁移占农村劳动力的
比例实际上很小，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在本文
模型中所统计的城乡人均收入应作如下计算，
ＩＲｔ ＝ ｐｔＡ１ｔＦ１（ＮＲ－ｘｔ）＋（ｗｔ－Φｔ）ｘ［ ］ｔ ／ＮＲ

ＩＵｔ ＝ Ａ２ｔＦ２（ＮＵ ＋ｘｔ）－ｗｔｘ［ ］ｔ ／ＮＵ

其中ＩＵｔ 和ＩＲｔ 分别表示城市和农村的代表性家
庭的人均收入，我们取二者的比值ΔＩ２ｔ ＝ＩＵｔ／ＩＲｔ 衡
量城乡收入差距，则从以上分析可知，ΔＩ２ｔ 可表示
如下，

ΔＩ２ｔ ＝ ＮＲ
ＮＵ

Ｆ１′（ＮＲ－ｘｔ）
Ａ２ｔＦ２′（ＮＵ ＋ｘｔ）－Φｔ

Ａ２ｔＦ２（ＮＵ ＋ｘｔ）－Ａ２ｔＦ２′（ＮＵ ＋ｘｔ）ｘｔ
Ｆ１（ＮＲ－ｘｔ）＋ｘｔＦ１′（ＮＲ－ｘ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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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易看出，在以上两个不同的相对收入差距表
达式中，当我们不考虑Ａ２ｔ和Φｔ对ｘｔ的影响时，Φｔ
的增加将导致相对差距的增加，而Ａ２ｔ 的增加一方
面会提高城市居民的收入，但同时也会提高农产品

的相对价格及农村劳动力的工资收入，增加农村家

庭的收入，其结果会导致相对差距缩小（当然，绝对

收入差距可能仍然在拉大），我们把这种影响称为直

接效应。而另一方面，由以上分析可知，每期劳动力

转移量ｘｔ又由两部门的技术效率Ａ１ｔ，Ａ２ｔ 和转移
成本Φｔ所决定，因此Ａ２ｔ，Ａ１ｔ的提高和Φｔ 的降低
将通过推动ｘｔ的增加影响收入差距，我们把这称为
间接效应。一般情况下，从以上理论模型中我们无

法明确判断农业、现代产业的技术进步以及转移成

本对于收入差距的综合影响，而在以上模型中收入

差距也可能随着劳动力转移的增加而加剧。

另一方面，在以上模型中一般生产函数的设定

下，讨论技术进步和转移成本变化对劳动力转移的

综合影响也是复杂的，以下我们将借助数值模拟进

一步具体讨论我国城市化和结构转变过程中的劳动

力转移问题以及城乡收入差距的变动情况。

三、基于中国的数值模拟

（一）数据与模型参数

我们以１９７８～２０１０年作为模拟的时间区间，数

值模拟中所采用的数据全部来自各年份的《中国统

计年鉴》。首先，根据前文的模型设定，我们将生产

函数取为以下形式：

Ｙｉｔ ＝ＡｉｔＬｉｔαｉ，ｉ＝１，２
其中，Ｙｉｔ 为部门ｉ的实际ＧＤＰ，我们以剔除价

格因素后的相应产业的增加值来表示部门的实际产

出，Ｌｉｔ 为部门ｉ的就业，Ａｉｔ 为部门ｉ的全要素生产
率（ＴＦＰ），根据上述函数形式，各部门的ＴＦＰ可以

如下计算：Ａｉｔ ＝Ｙｉｔ／Ｌｉｔαｉ，ｉ＝１，２。

在上述生产函数中，αｉ 表示部门ｉ劳动的产出
弹性，同时也表示劳动要素收入在各部门ＧＤＰ中的

份额。根据白重恩、钱震杰（２００９）的估算，平均而

言，１９７８年以来，农业部门劳动者报酬占农业ＧＤＰ
的比重为０．９左右，非农产业（包括第二产业和第三

产业）劳动报酬占比约为０．５左右，因此我们这里取

α１ ＝０．９，α２ ＝０．５。进一步，在此基础上，我们将
转移成本设置为两部门劳动边际收益之差。

其次，关于效用函数的参数。我们需要确定模

型中Ｓｔｏｎｅ－Ｇｅａｒｙ对数效用函数中的参数θ，σ，这
里我们采用了 Ｈａｙａｓｈｉ　＆Ｐｒｅｓｃｏｔｔ（２００８）的校准

方法，对这两个参数的取值使其满足以下两个条件：

一是使由前述理论模型所得到的１９７８年的恩格尔系

数与实际数据相同，二是利用Ｓｔｏｎｅ－Ｇｅａｒｙ对数效用

函数的性质，并根据１９７８～２０１０年恩格尔系数的平均

值校准，校准的结果是θ＝０．１１３７，σ＝０．１８５３。

最后，关于模型中其他的初始参数，在模拟时，我

们以ｎｉｔ＝Ｌｉｔ／Ｎｔ表示ｔ期部门ｉ的就业份额，其中Ｎｔ
表示ｔ期人口。１９７８年作为经济的初期，我们以１９７７
年末的农业就业比重作为经济中农业就业份额的初始

值，由此我们取，ｎＲ ＝０．７４５，故ｎＵ ＝０．２５５。

　　 图１　农业就业份额的变化

（二）模拟结果

图１显示了模型所模拟出的１９７８～２０１０年我

国农村的就业份额的变化趋势。整体而言，拟合曲

线与实际数据相比，趋势大致一致，特别是在２０世

纪９０年代以后，两条曲线十分接近，１９７８～２０１０年

我国农业劳动力的就业份额实际下降了３７．８％，模

型拟合的下降值为３４．８％，相距较近。因此，可以

断定，如此加入转移成本因素之后的理论模型大致

符合我国农业劳动力转移的现实，能够解释我国的

二元结构转变和城市化过程。

　　 图２　反事实模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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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首先讨论在前述理论模型中影响农村劳动

力转移的三个主要因素的基本情况。根据前述公式

对部门全要素生产率的计算数据显示，１９７８～２０１０
年间，我国农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平均增长率接近

５％，而非农产业的全要素生产率平均增长率达到

１０％，总体而言，两部门的全要素生产率都呈快速增

长趋势，且非农产业ＴＦＰ的增速明显高于农业，两

部门生产率的增长对我国农业劳动力就业份额的下

降和我国的二元结构转变都起到了推动作用。另一

方面，从以两部门劳动力边际收益之差所估算的转

移成本的变化态势来看，１９７８～１９８４年转移成本处

于下降态势，１９８４年达到最低点后则开始快速上

升，１９８４年前后，转移成本对农村劳动力转移的作

用方向发生了逆转。

下面我们通过反事实的模拟具体考察各个因素

对农村劳动力转移的影响程度。图２中显示了部分

模拟结果，显而易见的是，反事实的模拟结果与基准

模型有较大的差距。如果保持农业全要素生产率不

变，最终１９７８～２０１０年农业的就业份额仅下降

８．１％；如果保持非农产业的生产率不变，模拟的结

果则出现了劳动力的回流，其原因主要来自于我们

模型中转移成本的上升，在过高的转移成本（包含城

市生活成本）下，一旦缺乏生产率的推动，可能出现

部门间劳动力配置的逆流。当然如果考察更现实的

情形，即不考虑城市部门劳动力向农村部门的流动

时，此时结构转变将处于停滞状态。

进一步，根据图１中出现的几个变化趋势较有

明显不同的转折区间，我们分阶段考察在不同时期

各种因素对农村劳动力转移的影响程度，见表１。

表１　农业劳动力就业份额的下降

模拟结果显示，１９７８～１９８４年间，如果部门生
产率不增长，仅仅依靠成本下降的作用，农业劳动力
的下降份额仅为４．１％，而固定住成本后，生产率的
增长可以带来农村劳动力就业份额下降１７．２％，可
见，在这一期间，虽然三种因素都会推动劳动力转
移，但部门生产率对农村劳动力转移的影响显然比

成本的下降来得更大。进一步，我们还具体考察了

部门生产率的内部结构，我们发现如果农业生产率

不增长，而保持在１９７８年的水平，则农村劳动力就

业份额在非农产业生产率增长和成本下降的共同作

用下将下降９．３％，可以粗略地说，农业全要素生产

率的提高为农村劳动力就业份额的下降贡献了

５２％，而如果固定住非农产业的生产率，农业就业份

额会下降１０．７％，超过前者１．４％，非农产业的生产

率进步对农村劳动力转移的贡献大约是４５％。由

此，可以知道，１９７８～１９８４年间，推动农村劳动力转

移的主要动力是部门生产率的进步，其中农业生产

率的增长贡献最大。这一结论与我国现实相吻合，

１９７８～１９８４年是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起步阶段，这

一阶段改革的重心立足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

的全面推行极大地推动了农业生产率的提高和农村

经济的发展，并构成了二元结构转变的重要“推力”。

１９８４年是经济体制改革从以农村为重点转向

以城市为重点的重要转折点，城市市场经济开始蓬

勃发展，也带来了城市生活成本的提高。在模型中，

１９８４年后，我们估算的转移成本开始上升，转移成

本因素对农业劳动力转移开始呈现负面影响。但农

村劳动力就业份额仍处于下降状态，所以可以判定

生产率的进步主导了农村劳动力的转移过程。从拟

合的结果看来，如果固定住农业生产率水平，部门劳

动力出现了反向的流动，同样，如果保持非农产业的

生产率不变，劳动力的回流程度则更高，由此可见，

１９８４年以后，非农产业生产率的大幅增长对农村劳

动力的转移起到了更重要的推动作用。这里我们需

要注意的是，在模拟中使用的部门生产函数中只考

虑了劳动这一要素，而将其他因素全部归于全要素

生产率之中。而我们知道，在我国现代产业中，资本

的重要程度不言而喻，我们上述理论模型中非农产

业生产率的快速提高很大程度上依赖于现代工业部

门投资的快速增长，显然，过去几十年间工业部门资

本的增加对促进现代产业部门吸引农村劳动力，推

动二元结构转变也起到了重要作用。

从这两个时间段内部门生产率主导作用的更替

来看，在未来我国城市化进程中，现代产业的生产率

进步显然将会被置于更突出的地位。事实上，这也

是由农业和现代产业的特性所决定，与依赖于不可

流动的土地要素的农业部门相比，一个经济体中更

大规模的非农产业可以产生更大的集聚效应和规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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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并因此可以进一步推动非农产业生产率更快

地提高，可以说，现代产业生产率进步的空间要远大

于依赖于自然资源的农业。

另一方面，我们可以注意到尽管在１９８４年前后

发生显著变化的转移成本因素在１９７８～１９８４年间

及以后的时间段内都不曾起到主导的作用，但成本

变化的影响则是显而易见的。特别是注意到１９８４
年以后虽然转移成本持续上升，但相对成本（成本与

非农产业的边际收益之比）则有升有降且与劳动力

转移量也表现出一定相关性。其中１９９６～２００３年

相对成本上升趋势较明显，同时这也是农业劳动力

就业份额下降最少的时间段，实际数据仅下降了

１．４％。到２００３年以后，相对成本出现了轻微下降，

而与此同时，劳动力转移也开始加快。进一步，表１
中我们的反事实的模拟结果显示，如果我们将成本

固定在１９７８年的初始水平，１９７８～２０１０年间农村

劳动力就业将下降４７．２％，比基准模型要多下降近

１３％，２０１０ 年 农 业 劳 动 力 的 就 业 份 额 能 达 到

２７．３５％。特别是在１９８４～２０１０年这一区间，农村

劳动力就业份额将下降３０％，比基准模型多下降

１４．５％，其中１９８４～１９９６年间，１９９６～２００３年间，

降低转移成本可以使农村劳动力转移增加１７％和

４．６％，显著高于实际数据和基准模型所显示的劳动

力转移份额。由此可见，农村劳动力的转移速度与

成本的变化趋势密切相关，降低转移成本可以显著

地催进我国的城市化进程。

最后，我们观察收入差距的变化情况。在基准

模型之下，我们可以依据前述计算收入差距的方法

模拟出差距的变化趋势。这里我们列出了前文中提

到的依据两种计算方法拟合的差距的动态演变情

况。图３中显示了拟合的两种结果以及根据统计数

据计算的以城乡相对收入比例衡量的现实城乡收入

差距。从实际数据来看，１９７８～２００４年，城乡绝对

收入差距不断拉大，１９７８～１９８４年间城乡收入的相

对比例从２．５７下降至１．８４，此后开始呈现波动上

升趋势，到２０１０年，相对差距拉大到３．２２。由于模

型中考虑的城乡收入和现实数据的统计存在差距，

拟合的数据不能完全贴近实际数据，但在变化趋势

上则显示了一致性。数据模拟说明，我们的上述模

型也揭示了在我国“半城市化”背景下，尽管结构转

变和城市化进程在不断推进，但城乡收入差距却仍

然持续扩大这一事实。而出现这一结果很大程度上

是由于转移的农村劳动力并非真正的城市居民，他

们只获得城市现代产业部门劳动要素的边际收益，

而不能参与其他要素收益的分配，不能同等分享现

代产业部门生产率的快速提升所带来的好处。

　　 图３　城乡收入差距的演变

四、主要结论与讨论

本文在已有研究的基础上，结合我国城市化的

基本特征，构建了反映城乡劳动力转移的二元结构

转变模型。我们的模型分析明确导出农业部门和非

农部门的技术进步以及转移成本的下降都将进一步

推进结构转变和城市化，特别是在相关研究常用的

效用函数设定下，明确从理论上确认了非农产业部

门技术进步对结构转变和城市化的拉力作用。同

时，我们的模型也反映了结构转变和城市化进程的

动态特征。当技术进步效应超过转移成本增加的影

响时，农村劳动力的转移总量将呈现动态递增，在长

期，城乡劳动力转移和经济增长都将趋向于稳定

状态。

进一步，结合中国数据对前文的理论模型进行

的校准和数值模拟分析显示，本文构建的二元结构

转变模型能够很好地拟合中国的现实，特别是上世

纪９０年代以后，模拟的结果与现实更为接近，该模

型适用于解释我国的城市化和二元结构转变进程。

我们以此为基准，进行了相应的反事实模拟，并分阶

段考察了影响劳动力转移的主要因素———两部门的

技术进步和转移成本对于劳动力转移的不同影响。

分析发现，在以农村为重心的经济体制改革起步阶

段（１９７８～１９８４），农业和现代产业的技术进步以及

转移成本的下降共同推动了这一时期的二元结构转

变，其中，农业生产率的提高起到了主导作用。而此

后至今，伴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重心转向城市，劳动

力的转移主要得益于现代非农产业生产率的快速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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升，其中，现代非农产业投资的大幅增长可能起到了

重要的作用。同时，模拟分析也显示了降低转移成

本能够显著推进我国的城市化进程。另一方面，我

们的理论模型显示收入差距可能随着城市化进程而

扩大，数值拟合显示了城乡收入差距扩大的动态过

程。模拟结果也与我国实际的城乡收入差距呈现较

一致的变动趋势。

本文的分析解释了我国城市化与结构转变的演

进机制，结合实际数据的相关讨论显示了提升现代

产业部门生产率的“拉力”作用和降低劳动力转移成

本对于进一步推进我国结构转变和城市化进程的关

键作用。另一方面，从模型分析过程我们也容易知

道，在上述我国“半城市化”背景之下，城乡收入差距

的持续拉大主要是因为转移的农村劳动力无法与城

市居民同等分享现代产业生产率快速进步所带来的

收益。因此，需要推进蔡昉等学者提倡的意指农民

工市民化的“深度城市化”。而关于“深度城市化”我

们认为实际上不仅要包含放开户籍制度以实现农村

移民“身份上”的统一，实际上还应追求城市化过程

中二元结构转变和经济集聚效应的统一，后者对非

农产业生产效率的提升有着重要影响。当然，本文

的理论模型还存在目前还无法克服的缺陷，由于我

们专注于考察劳动力的转移，我们在生产函数中只

考虑劳动力要素，而将其他因素隐含于全要素生产

率中，特别是未将资本因素纳入生产函数中进一步

具体考量资本的动态变化，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

后文的数值模拟结果，造成了与实际数据拟合程度

的下降，但是考察资本因素又无疑会将理论模型复

杂化，难以得出清晰明确的结论。同时本文对城乡

收入差距的演变及其影响因素的讨论也有待进一步

展开，这些都将在我们今后的研究课题中继续推进

和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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